政策企业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途径与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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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业家是指那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乐于投入个人资源并善于利用组织资源，为解决政策问题提供方案和建议的个人或群体。作为公共政策变迁的动因之一，政策企业家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创新政策观念、界定和建构政策问题、推动政策议程建立、评估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等途径，积极促进基础研究政策变迁。政策企业家在推进基础研究政策变迁时主要采取借助个人的优势资源、率先进行政策试点、向权力部门提交议案、直接致信政府决策层以及借助公众舆论压力等多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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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practitioners are those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at have a strong spirit of innovation, are willing to invest personal resources and are good at using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to provide 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issues. Policy entrepreneurs researc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circle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s of public policy change, policy entrepreneu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cy changes in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They actively promote basic research policy changes by innovating policy ideas, defining and construct policy issues, driving policy agenda and evaluating the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en Policy entrepreneurs push on the policy change of basic research, they exploit individual superior resources, lead policy trials, submit bills to the authorities, send letters to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and take advantage of pressure from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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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家”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策企业家”被引入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成为解释公共政策过程和政策变迁的重要概念，随之相关研究的文献大量出现。
国外研究者指出，“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通过运用组织力量来改变现有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人”[1]，他们积极参与政策过程，并广泛分布于国会、政府、利益集团和研究机构中。他们愿意投入各种资源，包括时间、精力、声誉、资金等，以期能够换取自己所偏好的未来政策[2]。他们可能来自接近决策者阶层的行列，也可能更多地处于决策圈的边缘[3]。他们可能是个人政策企业家，也可能是集体政策企业家[4]。政策企业家被视为解释政府再造过程和公共组织中政策变迁和政策创新的关键变量[5]。
国外研究认为，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企业家通过确定问题、制定政策辩论的条款、建立政策界网络及联盟等方式，宣传他们的想法[6]。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认知推出新的思考方式，对政策问题进行定义，揭示问题的本质[7]；通过媒体宣传、公开演讲或私下说服等方式，扩大自己所持政策理念的影响力，并获得其他参与者的认同[8]。同时，政策企业家“致力于政策创新”。他们介入引人注目的和与公众利益高度相关的政策议题，以实现自己所在政党的利益[9]。研究者还关注政策企业家实现政策创新的策略，包括从其他组织、个人那里获得资源和支持[10]，将政策问题和方案与民主社会的价值体系联系起来[11]，进行政策试验以消除对政策方案可行性的质疑等。政策企业家的行为受其所处的制度结构和具体环境的限制。政策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某个政策企业家、某个政策企业家团队恰好成功或失败”[12]。政策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限制政策企业家使用信息的策略、影响他们参与政策过程门槛的高低，进而影响他们参与政策创新的政治收益[13]。
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关注政策企业家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从个体参与的角度分析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界定重构问题、推动设立政策议程、创新传播政策观念、评估公共政策等功能 [14]。有的研究者借鉴政策企业家理论，分析广州市Y区政协提案的采纳率和执行率，认为该理论是关于政协提案政策化的内在行动逻辑的最佳解释[15]。有的研究者以南国市医保政策创新为例，运用政策企业家理论探讨中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过程[16]。有的研究者则分析政策企业家影响公共政策变迁和创新的方法[17]，还有研究者以我国西南部某省的方先生为政策企业家代表，阐述其通过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变推动当地公益金融政策创新的过程，揭示了中国语境下政策企业家促进政策创新的策略[18]。更有研究者认为，政策企业家是影响政策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力量，中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政策首次创新的推动者“和“政策持续创新的主导者”的复合身份[19]。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越来越关注从政策企业家视角探讨公共政策的过程，并积累了关于政策企业家的概念及其在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创新及政策变迁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等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关于政策企业家研究文献十分有限，特别是从政策企业家视角对我国公共政策变迁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少见。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分析政策企业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途径与策略，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2 政策企业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途径
综合国内外关于政策企业家研究的文献，并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本研究认为，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乐于投入个人资源并善于利用组织资源，为解决政策问题提供方案和建议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社会敏感性，借助某种听证权及其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专长，坚持不懈地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从建国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实践看，基础研究领域的政策企业家包括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智库的研究人员或新闻工作者等。他们凭借独特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更新政策观念、建构政策问题、推进政策议程、评估政策效果等途径，在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  创新政策观念
政策变迁的前提和基础是政策观念的革新，只有在新的政策观念已经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基础上，新政策才能得到认可并顺利执行。
政策企业家所独有的创新精神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背景，使其往往对社会现状具有独特的分析和理解，容易形成创新性的政策观念。特别是政策企业家可以通过政策学习的方式不断拓宽政策思路，引进新的政策理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有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因此，自1978年起的几年时间内，政府先后派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率团出访21次，共计51个国家 [20]。回国后，这些领导人建议中央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这些出访别国的国家领导人在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过程中都担当了政策企业家的角色，促进了基础研究政策观念的伟大创新。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制的实施，也是政策企业家政策学习的结果。1950年，美国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1951年，德国成立科学自治组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1956年澳大利亚研究联合会成立。同一时期，比利时、希腊、荷兰等国家的科学研究委员会也相继成立。20世纪 80 年代，苏联和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采用科学基金制[21]。基于此，198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联合写信给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创新性的政策主张，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政策领域的观念变革，并引导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
2.2  界定和建构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始于政策问题，界定和建构政策问题被认为是政策过程中重要且困难的一环。正如阿可夫( Russell L.Ackoff)所言，成功的问题解决需要为正确的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解决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由于为正确的问题找到错误的解决办法[22]。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部分问题需要政府借助政策采取行动加以解决。在基础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被公众所察觉，而政策企业家能够较早察觉到问题，并在察觉问题的基础上，对问题的性质、状况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诠释，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起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的、具有相互关联性的陌生社会问题，政策企业家的权威解读有助于公众正确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近些年来基础研究领域频频出现弄虚作假等不诚信的现象，这可以解释为个人的道德素质问题，而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与现行的高度量化、急功近利的基础研究评价体制密切相关。1991-2001年十年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出现5年空缺，特别是1999-2001 年出现连续三年空缺的现象，引发了科技界的强烈的忧虑。以李真真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科学界对评奖标准严格把控，但更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薄弱。他们指出，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薄弱是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科研管理制度以及运作方式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通过政策企业家对问题本质的分析和讨论，基础研究政策领域经费投入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评价体制不科学等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公众的广泛关注
2.3  推动政策议程建立
政策议程是对政府内部官员以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政府外部人员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密切关注的问题进行编目[23]。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建立过程中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是影响政策议程建立的关键主体。政策企业家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资源，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并耐心等待政策变迁的机会的到来，以便推出最得意的政策方案或促使人们更加关注某一特殊问题的机会[24]。由于政策之窗开启的时间很短暂，政策企业家必须准备就绪，一旦政策之窗打开，政策企业家必须迅速抓住时机，提出他们的建议和提案，否则就要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1996年5月，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的号召。1998年6月，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朱丽兰同志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做《关于加强我国重点基础研究及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汇报。认为，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有利于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工作，从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水平。会议同意，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正是朱丽兰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的积极行动，使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的政策议程得以迅速确立。
2.4  评估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
一项公共政策执行期间或政策终结之后是否达成预期目标，必须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尽管政府内部有政策实施和监督部门进行评估，但政策企业家更倾向于从特定的利益、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维度评价基础研究政策，成为对政府官方评估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政策企业家通过日常或专门的业务沟通、交流等方式，获取真实的数据和信息，了解政策相关者甚至是其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和建议。1982年开始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使得我国科技界期望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引起国家科技、教育以及经济主管部门的关注和重视。1984年春天，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有关部委和中国科学院调集177人（大部分为兼职）组成“科技体制改革”调查队伍，对我国基础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体制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11月29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调查小组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提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尽快建立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随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迎来重大的变迁。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我国一些基础研究政策如“973”计划、“985工程”等）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得出相应的结论，并通过发表论文、公开演讲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引起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为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
3 政策企业家推动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策略
在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推动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
3.1  借助个人的优势资源
有些政策企业家自身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和政府领导人有着很好的“私交”，这使得他们在论述政策问题时较其他人有更大的优势，他们的态度和主张在推动政策议程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的议程的推进就与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的访华密切相关。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决定，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立即开展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然而，在如何设立机构、何时成立、归口管理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加上当时正赶上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使得筹备工作进展缓慢。7月，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来华访问。邓小平会见了李政道夫妇，李政道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即将涌现出来的科技界领袖相当多数是华人，……要吸引海外将来的科技领袖能够为祖国出力，为民族争光，必须培养和发展国内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工作和风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它必须要有浓厚的学术风气，必须有独立性，不能属于现有的任何国务院的行政机构。”邓小谈随后表示：“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赞成，不会反对，应该这样办，新生事物，搞起来再说，逐步总结经验。[25]”正是李政道的这段谈话，加速了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的进度，作为政策企业家的李政道教授功不可没。
3.2  率先进行政策试点
能够运用基础研究政策试点策略的政策企业家一般是政府的智库机构或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既是基础研究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基础研究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对政策的目标、政策的效果以及政策变迁的难度比较了解。当政策变迁幅度、难度较大时，政策企业家往往在局部地区或小范围领域进行政策试点来促成政策的变迁，以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展开。20世纪末，面对知识经济的国际浪潮，作为政府智库的中国科学院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国际科技的发展趋势，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呈报给中共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很快做出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院提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创新的体系。[26]”中国科学院很快又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实施知识创新汇报提纲》，建议从国家层面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为形成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打下基础。1998年，朱镕基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随后，国务院正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知识创新试点的实施和全面推进，使国家创新体系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是基础研究政策向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变迁的重要体现。
3.3  向政府权力部门提交议案
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策建议，推进政策朝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政策企业家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采取行动。提交议案是我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促进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主要手段和策略。在我国每年定期召开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向会议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交议案，表达本行政区域的利益诉求，并力求得到政府权威部门的关注，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以中国科学院饶子和为代表的99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重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这一提案得到了科技部的高度重视，将其列为2017年一号重点提案。两会结束后，6月2日，科技部举行“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邀请60多位专家商讨制定基础研究发展的新战略、新举措。最终，饶子和等99位委员向大会提交的议案，促成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政策议程的建立。
3.4  直接致信政府决策层
一般情况下，采取向政府决策层写信的策略来促进政策变迁的多是专家、学者和智库的研究人员，他们通常被称为“知识精英”。在我国特有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学者又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些专家学者因为与政府领导或官员之间非常密切的非正式关系，能够通过这些官员对政策议程施加重大影响。这些“知识精英”都是基础研究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因其自身拥有的特殊知识和职业背景，对基础研究领域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比常人更深刻。他们通过对各自擅长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调研、论证和预测，提出政策建议，并将研究所得的结论直接上书国家领导人或决策部门，直接引起他们的关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制的设立，即是89位科学院学部委员致信国家领导人，并迅速得到批示。如前所述，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的设立，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也致信邓小平同志，阐述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必要性及机构设置的建议。由于其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首肯，极大地加速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的进程，对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3.5  借助公众舆论的压力
公众舆论对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公众舆论的表达往往通过传统的媒体或网络媒体进行。政府官员通过媒体的报道察觉到公众舆论的方向，引发对某一政策问题的重视。关于取消“211工程”、“985工程”的讨论正是起于网络媒体。 2014年，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全校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废除“211”、“985”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校新闻网将其讲话录音整理成文字，经各大报纸、网络媒体持续发酵后，政府教育部门出面予以说明[27]。紧接着媒体关于“双一流”建设与“985”工程、“211”工程的关系以及“高校挖人之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在网络上先于官方曝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名单，直到2017年教育部在政府网站正式公布了官方名单，“双一流”建设计划正式启动。此外，在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国内主要报纸均在显要版面报道基础研究问题。与此同时，人民网、新浪网、新华社网站等各大网站关于基础研究问题的讨论及建议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均希望政府采取行动解决基础研究问题。正是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共同介入，对《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总之，政策企业家在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政策领域的政策企业家的培养，以便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这对于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建设科技强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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